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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博文先生日前在本報的專欄討論了電影「為愛朗讀」，也討論了漢娜‧鄂蘭「邪

惡的庸常性」之概念。用這個概念來理解政治壓迫的參與者，不但過度簡化，而

且也不符合歷史事實。不過，林先生的文章卻是一個很好的開始。他所提到的問

題，正是台灣在討論轉型正義的時候所一直疏於面對的。 
 
鄂蘭針對納粹戰犯艾希曼的審判所寫的《艾希曼在耶路薩冷》一書，以「邪惡的

庸常性」為副標題。艾希曼在戰爭期間負責逮捕、集中、然後運送猶太人到集中

營；至少有六十萬猶太人因為他高度的行政效率而成為灰燼。鄂蘭要傳達的訊息

和道德啟示是，如同她兩年後所說，「此種巨大規模的邪惡行為，並非來自執行

者的邪惡、病態、或意識型態信仰。不論這些行為多麼邪惡，行為者絕對不是惡

魔」，而是像你我一般的平常人。他之所以積極參與人類有史以來最大規模、最

有組織、最有效率的屠殺，乃是基於平凡而世俗的動機：衷心服從指令、在官僚

體系中力求表現和升遷。艾希曼的動機因此「十分庸常、非常人性」。 
 
以色列政府在一九九九年所公布的艾希曼獄中筆記，似乎也支持鄂蘭對邪惡的理

解。艾希曼寫道，「我發現以服從和接受指令為基礎的生活，確實是一個舒適的

生活。這種生活讓一個人對思考的需要減到最小。」 
 
鄂蘭「邪惡庸常性」之概念，將納粹的罪惡轉變成普遍性的道德議題，成為當代

政治哲學討論道德責任的起點。目前為止超過兩百專書和論文討論她的書。這個

概念也影響了後來耶魯心理學家密格蘭著名的電擊研究；該實驗試圖證明平常人

多麼容易服從權威，而對同胞做出殘酷的行為。 
   
可是邪惡真的如此庸常嗎？鄂蘭對艾希曼的理解是正確的嗎？艾希曼的自我分

析（其實是辯白）可以相信嗎？如果答案是否定，我們又能從中獲得何種不同的

啟示？ 
 
歷史和道德的反省都必須以事實為基礎。事實上，艾希曼並非只是接受上級指令

的優良公務員。艾希曼被捕真實身份曝光後，他的許多阿根廷友人才恍然理解他

過去的許多仇視猶太人的言論：「我們現在才知道，歐洲猶太人的數目有一千萬。

我老實告訴你，如果我們德國消滅的猶太人有一千萬，我會很滿意。我會說，太

好了，我們終於徹底地消滅了敵人。」 
 
也正是他的反猶太意識型態讓他在阿根廷的行蹤曝光。他的兒子有一次到女朋友

家作客的時候，在聊天中不經意地談到，「如果德國能完成消滅猶太人的計畫有

多好。」這句話引起女朋友父母的警覺，他們聽說年輕人的父親曾經當過軍人。

他們的檢舉終於導致艾希曼的落網。他的兒子從小在阿根廷長大，其反猶太人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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識型態的唯一來源是他的父親。 
 
將恐怖罪行和和政治壓迫的執行者、協力者，視為只是接受命令、或機會主義者，

是過於單純化的解釋。壓迫體制是由各式各樣的成員組成。有鄂蘭書中所提到

的，暗中利用職權幫助猶太人而被槍斃的衛兵。也有心理上無法執行此種罪行而

申請調職的軍官。事實上，納粹領導人知道，並非所有人都有能力執行這種「極

端的邪惡」。因此他們通常准許調職的申請，而不加以處罰。納粹所從事的人體

實驗的歷史資料也顯示，他們選擇護士和衛兵的時候非常謹慎，特意淘汰那些心

理上和道德上不適合這項工作的人。 
 
我們從這些事實獲得的啟示，截然不同於鄂蘭試圖傳達的訊息。從「邪惡的庸常

性」出發，鄂蘭試圖提醒我們組織和權威的恐怖。她期待我們以道德勇氣來面對

不正義的政府。「這種政府會面臨什麼樣情境，如果有足夠的人『不盡責地』拒

絕支持它？甚至不需要主動的抵抗和反叛，這種拒絕支持都是一個有效的武器。」

在後來出版的《責任與判斷》一書中，她這樣說。 
   
然而，我們從真實的艾希曼所獲得的啟發，卻是意識型態及族群偏見的恐怖。事

實上，德國在第一次大戰之前是全歐洲對猶太人最寬容的國家；德國的猶太人因

此也最缺乏猶太認同、最積極融入德國社會。可是戰敗和凡爾賽條約所帶來的重

大屈辱，加上德國軍方為了規避戰敗責任而污衊猶太人通敵及不參戰，使得猶太

人成為德國屈辱之源，偏流的反猶太主義也成為宰制民主社會的思潮。 
   
壓迫體制的參與者到底應該承擔何種道德或法律責任？這個具有高度爭論性和

政治性的問題，顯然不可能有標準答案。而且，壓迫體制的成員顯然由各種不同

的人組成，我們無需用相同的眼光看待所有的成員。雖然或許永遠沒有結論，可

是討論和反省本身就是一個建立民主文化的必要工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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